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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家庭相对贫困恢复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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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实现共同富裕关键在于提升相对贫困群体的内生发展动力。基于２０１２—２０１８年中国家庭追踪
调查（ＣＦＰＳ）数据系统测算农村家庭的相对贫困恢复力，实证检验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家庭相对贫困恢复力的
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有效提升了农村家庭的相对贫困恢复力；互联网使用能够通过促进

劳动力职业分层、缓解银行信贷约束和拓展家庭社会网络对农村家庭相对贫困恢复力产生积极影响；相较于

中、青年家庭和东、中部地区家庭，互联网使用对老年家庭和西部地区家庭相对贫困恢复力的提升作用更为

明显，而相对贫困程度较高的农村家庭难以从互联网信息技术中获益。研究结论对中国互联网经济快速发

展背景下推进农村共同富裕具有一定的政策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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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理念的指导下，中国如期完成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

任务，夺取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胜利。绝对贫困现象的消除并非贫困治理的终点，２０２０年后中
国减贫工作的重心转向缓解相对贫困与实现共同富裕。与绝对贫困有所不同，相对贫困在理论上将

伴随社会经济发展长期存在。相对贫困不仅表现为物质收入的差距，还表现为与参照群体比较中产

生的主观相对剥夺感以及发展机会与选择权利的丧失（姜安印和陈卫强，２０２１）［１］。与此同时，相对贫
困标准的选择尚无定论，这使得相对贫困群体的识别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樊增增和邹薇，２０２１）［２］６０。
鉴于相对贫困问题的长期性、多维性和动态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建立解决相对贫困

的长效机制”，其关键在于充分调动贫困群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激发解决相对贫困的内生动

力。Ｂａｒｒｅｔｔ等（２００６）［３］２４８指出相对贫困群体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其中一部分人能够依靠自身可行能
力在短时间内摆脱相对贫困状态，另一部分人则由于初始禀赋不足或遭受严重挫折落入长期相对贫

困陷阱。因此，本文认为有必要将农村家庭的内生发展动力单独作为研究对象，深入考察相对贫困标

准下农村家庭面对压力与冲击时的自我恢复能力，这对加快建立缓解中国农村相对贫困问题的长效

机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伴随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智能手机的普及，中国正式进入数字经济时代。《２０２１年通信业
统计公报》数据显示，截至２０２１年末，全国农村宽带用户数量达１．５８亿，实现光纤和４Ｇ网络覆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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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村占比超过９８％①。互联网技术的应用渗透到了农村居民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为其日常行为决

策带来深刻影响。在现有研究中，学者们已就互联网使用的增收效应达成基本共识并针对其减贫机

制展开深入探讨，形成了以下三种主流观点。一是在促进就业创业方面。互联网使用不仅能够提高

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概率（马俊龙和宁光杰，２０１７）［４］，还能有效拓宽农村弱势群体的非农就业渠
道、提升该群体的非农就业意愿（潘明明等，２０２１）［５］，进而提高农村家庭的收入水平。此外，互联网信
息技术还为农村地区带来电子商务这一增收途径，通过丰富农产品经营形式助力小农户实现市场有

效参与并从中获益（刘亚军，２０１８）［６］。二是在提升资本积累方面。互联网的应用促使传统的“面对
面”交流方式转变为互联网多元化社交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农户突破地域限制、扩大社交半径、拓

展社会资源（周广肃和梁琪，２０１８）［７］。与此同时，贫困地区农户能够通过互联网以较低的成本和较为
便利的方式获取新知识和新技能，从而强化自身摆脱贫困状态的能力（唐红涛和陈薇，２０２０）［８］。三是
在推动信息传播方面。一般来说，农村地区因信息闭塞造成的文化落后从根本上制约了农村贫困人

口的发展（殷俊和刘一伟，２０１８）［９］。而互联网信息传播的广泛性、便利性和实时性缓解了农户面临的
信息不对称问题，进而提升了其收入向上流动的可能性。

综上所述，学者们已就互联网使用的减贫机理进行了全方位、系统的广泛研究，但仍存在一定的

不足。一方面，共同富裕的本质在于以人民为中心、全面提升个人的发展能力，但在现有成果中鲜有

研究将互联网使用与农村家庭摆脱贫困的内生发展动力相联系；另一方面，已有研究对相对贫困问题

的分析大多停留在静态层面。相比之下，基于长期视角对农村家庭相对贫困进行动态测度更加契合

新时期发展型贫困的治理内涵。近年来，受新冠肺炎疫情、粮食价格波动及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恢

复力”的概念在社会科学领域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恢复力是指个体、家庭或地区适应压力、抵御冲

击和从逆境中恢复的能力，较强的恢复力可以有效预防相对贫困的恶性循环，对于实现农村家庭的可

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因此，本文将恢复力的概念纳入相对贫困的研究框架，根据 Ｃｉｓｓé和 Ｂａｒｒｅｔｔ
（２０１８）［１０］２７３提出的方法，系统测算相对贫困标准下中国农村家庭抵御风险和自我恢复的能力，以此
衡量其内生发展动力，并从动态视角深入探究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家庭内生发展动力的影响和作用

机制。

本文可能的贡献表现在：第一，采用跨学科的研究范式，引入相对贫困恢复力指标将农村家庭的

内生发展动力加以量化；第二，基于互联网经济的研究视角，实证检验农村家庭的互联网使用行为对

其相对贫困恢复力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本文致力于为中国互联网经济快速发展背景下的农村相对贫

困治理工作和共同富裕的实现提供具有政策参考价值的研究结论。

二、概念界定与研究假设

（一）恢复力的相关概念

Ｈｏｌｌｉｎｇ（１９７３）［１１］在《生态系统的恢复力和稳定性》一文中首次提出恢复力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
系统在干扰中维持原有结构与功能的能力，而后恢复力的概念逐步应用于心理学、工程学、机械力学

等诸多领域。在社会经济领域，家庭中的各个成员及其所处的环境共同构成了独特的家庭生计系统，

并受到自然灾害、疾病传播、价格波动等潜在的负向冲击，面临着陷入持续性相对贫困的风险，而提高

家庭恢复力是预防和阻断持续性相对贫困的关键。目前，学术界尚未就恢复力的概念界定与评估方

法达成共识。Ｏｂｒｉｓｔ等（２０１０）［１２］认为恢复力既包括行为主体应对不利环境的被动调整能力，也包括
其搜寻外部机会的主动适应能力。由此，Ｓｐｅｒａｎｚａ等（２０１４）［１３］提出家庭恢复力具有缓冲能力、自组织
和学习能力三重表现维度。陈佳等（２０１６）［１４］１５５沿用了该分析框架对中国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农户
恢复力进行测度，研究发现薄弱的物质资本、经济收入和文化教育是阻碍贫困地区农村家庭从困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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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的主要因素。李聪等（２０２１）［１５］则基于农村家庭的收入来源与收入分布，从普遍恢复力和特定恢
复力两个角度对农村搬迁家庭的生计恢复力进行量化分析，结果显示搬迁农户的生计恢复能力弱于

本地户，存在较高的返贫风险。上述方法均是基于微观主体的固有特征对家庭在特定时点的风险应

对能力进行静态评估，无法捕捉家庭生计随时间的动态变化和家庭在未来面临的风险，存在较为明显

的局限性。

Ｂａｒｒｅｔｔ和Ｃｏｎｓｔａｓ（２０１４）［１６］１４６２６根据过往贫困脆弱性和贫困陷阱的相关文献，从动态视角对恢复
力的概念进行了全新阐述，并指出恢复力是个体、家庭或社会组织在面对压力和冲击时避免陷入贫困

的能力，当且仅当该能力在一定时期内始终保持较高的水平，研究对象才能被认定为具有恢复力。在

此概念框架下，Ｃｉｓｓé和Ｂａｒｒｅｔｔ（２０１８）［１０］２７３提出了一种基于面板数据评估家庭恢复力的计量经济学策
略（以下简称ＢＣ方法）。该方法首先假设家庭福利具有潜在的非线性动力学路径，接着对其福利函
数的多阶条件矩进行估计，以此获得福利函数在各观测时点上条件期望与条件方差的预测值，最终结

合双参数分布假设将家庭恢复力定义为家庭在特定时点的福利水平高于某一福利阈值的条件概率。

综合来看，上述定义与方法从以下两个方面对前人的研究进行了扩展：一是基于前瞻性的视角，以行

为主体未来脱离贫困或保持非贫困状态的概率度量其恢复力。将恢复力的概念由目标对象应对各类

负向冲击的事后处理能力拓展至集预防能力、适应能力和恢复能力于一体的综合发展能力的度量（李

晗和陆迁，２０２１）［１７］３０。二是充分考虑到多重动态均衡形式的贫困陷阱的存在，弥补了贫困脆弱性度
量方法忽略福利潜在非线性动力学路径的不足。

根据研究问题的需要，本文采用 Ｂａｒｒｅｔｔ和 Ｃｏｎｓｔａｓ（２０１４）［１６］１４６２６对恢复力概念的界定以及 ＢＣ方
法，将农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对数作为福利的衡量指标，并综合国内外现有的相对贫困设定标

准，将各年份农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４０％（取对数）作为福利阈值，以农村家庭福利水平
高于当年福利阈值的概率衡量其相对贫困恢复力。总的来说，基于ＢＣ方法测算出的农村家庭相对贫
困恢复力反映了农村家庭面对压力与冲击时避免陷入和摆脱相对贫困的能力，是刻画相对贫困动态

变化的前瞻性指标，能够较为准确地衡量农村家庭的内生发展动力。

（二）研究假设

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家庭相对贫困恢复力的影响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加以论证。在宏观层

面，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为创新驱动下的中国经济新常态带来不可或缺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

本（Ｃｚｅｒｎｉｃｈｅｔａｌ．，２０１１）［１８］，有效地推动了行业技术进步和企业生产效率的提升（黄群慧等，
２０１９）［１９］，助力地区经济实现高质量增长（赵涛等，２０２０）［２０］。区域经济发展又会通过基础设施建设
的完善、社会保障能力的提高以及福利制度设计的优化形成惠及全体农村人口的“涓滴效应”，进而提

升农村家庭摆脱相对贫困的能力。在微观层面，互联网使用行为可能通过信息传递效应、人力资本效

应和社会网络效应对农村家庭相对贫困恢复力产生积极影响。首先，互联网的广泛应用有效降低了

偏远落后地区居民的信息搜寻成本、提升了信息使用效率，极大地满足了信息化时代农村居民的个性

化信息需求，缩小了由“信息鸿沟”导致的收入差距。其次，互联网为农村家庭掌握新知识、积累新技

能提供了快速、便捷的新渠道，有力推动了农村家庭的人力资本高级化进程（韩先锋等，２０１９）［２１］，拓
展了农村家庭人力资本的作用空间，提升了农村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此外，依托互联网平台，农村

传统封闭型社会网络逐渐向开放型结构转变。优质的社会关系网络能够增加就业机会（谢沁怡，

２０１７）［２２］、促进亲友间的转移支付和外部资源获取，进而降低农村家庭陷入持续性相对贫困的可能
性。根据上述分析，提出本文的第一个假设：

假设１：互联网使用能够提升农村家庭的相对贫困恢复力。
进一步分析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家庭相对贫困恢复力的作用机制。首先，农村劳动力的职业分层

是影响家庭适应压力、抵御冲击和从相对贫困中恢复的重要因素。在已有研究中，部分学者尝试从非

农就业的角度探讨农村家庭的增收途径。冒佩华和徐骥（２０１５）［２３］的研究表明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
城市并获得非农就业机会能够有效提升农村家庭的收入水平。孙伯驰和段志民（２０１９）［２４］则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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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农村家庭成员从事非农职业不仅可以获取更高的劳动报酬，还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农业生产经

营面临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从而降低了未来收入的波动性。此外，还有部分学者认为农村劳动力

从事职业的具体层次与农村家庭的减贫效果关系密切。王庶和岳希明（２０１７）［２５］发现在正规部门就
业并从事复杂劳动的农村居民更有可能获得持续稳定的高收入。周京奎等（２０２０）［２６］１６９的研究则指
出家庭成员职业声望的提高能够有效助力农村家庭摆脱相对贫困和多维贫困陷阱。而互联网使用可

能从以下两种途径影响农村劳动力的职业分层。其一，互联网可以通过信息传递效应为农村劳动力

带来及时、广泛的就业信息，拓展了该群体的非农就业渠道。其二，互联网的人力资本效应切实提升

了农村劳动力的技能水平，进而提高了其捕捉就业信息的灵敏度和把握高质量就业机会的能力。

除农村劳动力的职业分层之外，农村家庭所面临的信贷约束对其相对贫困恢复力的影响同样不

可忽视。长期以来，受利率管制、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等问题的困扰，中国农村金融市场效率低下，农

村家庭普遍面临较为严重的信贷排斥（余泉生和周亚虹，２０１４）［２７］。不完善的农村信贷市场不仅阻碍
了农户实现规模经营、制约了农户的创业行为，还极大地降低了农业生产经营应对自然灾害和环境变

化的灵活性，导致农村低收入家庭深陷相对贫困的恶性循环陷阱（王貂等，２０２１）［２８］。而互联网的信
息传递效应在帮助农户了解更加多样化的资金渠道的同时，也为资金供给方提供有关借款人信用状

况和还贷能力的丰富信息，缓解了金融机构与农户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降低了农村信贷市场的交

易成本（刘魏等，２０２１）［２９］４７。此外，近年来数字普惠金融的蓬勃发展降低了农户的信贷门槛，让农村
弱势群体能够掌握更多风险管理手段并获得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农村家庭应对

风险的能力（董晓林等，２０２１）［３０］。
与此同时，基于中国传统关系型社会结构，农户并非社会中的“孤岛”，而是以社会网络的形式逐

级嵌套于更高层次的社会场景并形成相对稳定的社会关系体系，由此产生的不同层级和类型的社会

资本对农村家庭抵御风险冲击发挥着重要作用。现有研究表明，社会网络的拓展可以通过促进信息

共享、改进群体决策和减少机会主义行为提升家庭福利、缩小贫富差距（Ｇｒｏｏｔａｅｒｔ，１９９９）［３１］，而社会信
任的提高可以通过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分工合作缓解农村家庭的相对贫困程度（ＩｓｌａｍａｎｄＡｌａｍ，
２０１８）［３２］。邱泽奇等（２０１６）［３３］指出互联网在农村地区的不断普及使得农村家庭的社会资本内涵和
配置结构均出现了较大变化。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应用为农村居民带来多元化的社交方式和全新的网

络信息空间，打破了个体社会交往的地理、时空限制，农户可以通过虚拟社区、网络论坛等多种渠道实

现跨地区、跨阶层群体间的互联互通，获得更为丰富的高质量社会资本，进而有益于农村家庭相对贫

困恢复力的提升。根据上述分析，将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家庭相对贫困恢复力的作用机制归纳如下（见

图１），并提出本文的第二个假设：
假设２：互联网使用能够通过促进职业分层、缓解信贷约束和提高社会资本提升农村家庭的相对

贫困恢复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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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家庭相对贫困恢复力的作用机制示意图

互联网信息技术的普及为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注入了生机与活力，但其有效利用存在一定的

准入门槛，由此衍生出的“数字鸿沟”问题导致并非所有农户均能从互联网经济发展中获取同等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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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鸿沟是指由外界因素和个人因素造成的不同社会群体在数字技术的获取程度和运用能力上的差

异（尹志超等，２０２１）［３４］。董君和洪兴建（２０１９）［３５］认为数字鸿沟主要来源于互联网接入机会的不平
等和网络素养的匮乏。而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家庭相对贫困恢复力的异质性影响体现在：一方面，相对

贫困程度较高的农村家庭大多分布在自然资源稀缺、经济基础薄弱、交通条件不便的地区，信息通讯

技术的落后和互联网基础设施的不完善导致数字不平等问题的出现；另一方面，深度贫困农户的家庭

成员普遍受教育程度偏低、认知能力较弱，其互联网使用行为停留在基础社交、日常娱乐等低级层面，

难以有效利用互联网实现自身发展能力的提升，进而加剧了该群体的数字劣势，形成相对贫困的恶性

循环。根据上述分析，提出本文的第三个假设：

假设３：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家庭相对贫困恢复力的影响具有异质性，相对贫困程度较高的农村家
庭难以享受到互联网信息技术带来的红利。

三、数据来源与变量设定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开展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ＣｈｉｎａＦａｍｉｌｙ
ＰａｎｅｌＳｔｕｄｉｅｓ，简称 ＣＦＰＳ）。根据农村家庭相对贫困恢复力测算的需要，本文选取 ＣＦＰＳ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共四期数据，最终构建ＣＦＰＳ２０１４、２０１６、２０１８三期家庭层面的混合面板数据，具体处理过程
如下：首先，将ＣＦＰＳ各年份家庭经济问卷中的财务回答人作为户主，删除户主年龄小于２０岁和大于
８０岁的样本，以此提取各年份个人自答问卷中户主的关键信息；其次，将各年份的户主个体层面数据
与家庭层面数据进行匹配，并根据常住地筛选出农村样本；最后，按照各项指标无缺失值的标准进行

筛选，剔除信息不全和明显错误的样本。经过上述处理，各年份的有效样本家庭数分别为５１３９、５５７１、
５６９０户，时间跨度为５年。

（二）变量设定

１．被解释变量
根据ＢＣ方法，家庭ｉ在时期ｔ的相对贫困恢复力被设定为如下形式的条件矩函数：
ρ^ｉｔ＝Ｐ（Ｗｉｔ≥Ｗｔ｜Ｗｉ，ｔ－１，Ｘｉｔ）＝Ｆ^Ｗｉｔ（Ｗｔ；Ｗ^ｉｔ，σ^

２
ｉｔ） （１）

其中，ρ^ｉｔ代表家庭ｉ在时期ｔ的相对贫困恢复力，Ｗｉｔ代表家庭ｉ在时期ｔ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对数，Ｗｔ
代表当期福利阈值。参照Ｃｈａｕｄｈｕｒｉ等（２００２）［３６］的研究，本文假设农村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服从对
数正态分布，并使用广义线性模型（ＧＬＭ）对该分布的条件期望与条件方差进行极大似然估计，步骤
如下：

首先，构建一阶 Ｍａｒｋｏｖ过程模型，对 ｔ时期的福利指标 Ｗｉｔ与其滞后一期福利的多项式函数
ｇＭ（Ｗｉ，ｔ－１，βＭ）及一组反映家庭基本特征的变量Ｘｉｔ进行回归。Ｂａｒｒｅｔｔ等（２００６）

［３］２６０的研究表明多重均

衡贫困陷阱具有Ｓ形动态特征，因此本文将ｇＭ（Ｗｉ，ｔ－１，βＭ）设定为三阶。模型的具体形式为：

Ｗｉｔ＝∑３

γ＝１
βＭγＷ

γ
ｉ，ｔ－１＋δＭＸｉｔ＋μＭｉｔ （２）

假设Ｅ（μＭｉｔ）＝０，可以得到家庭ｉ在时期ｔ人均可支配收入条件期望的预测值：

Ｗ^ｉｔ＝∑３

γ＝１
β^ＭγＷ

γ
ｉ，ｔ－１＋δ^ＭＸｉｔ （３）

接着，由式（２）、（３）得出一阶中心矩的残差（μ^Ｍｉｔ）并估计以下二阶中心矩方程：

μ^２Ｍｉｔ＝∑３

γ＝１
βＶγＷ

γ
ｉ，ｔ－１＋δＶＸｉｔ＋μＶｉｔ （４）

假设Ｅ（μＶｉｔ）＝０，进而得到家庭ｉ在时期ｔ人均可支配收入条件方差的预测值：

σ^２ｉｔ＝∑３

γ＝１
β^ＶγＷ

γ
ｉ，ｔ－１＋δ^ＶＸｉｔ （５）

最后，在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服从对数正态分布的假设下，求解出家庭 ｉ在时期 ｔ的相对贫困恢
复力：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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ρ^ｉｔ＝Ｐ（Ｗｉｔ≥Ｗｔ｜Ｗｉ，ｔ－１，Ｘｉｔ）＝１－Φ
Ｗｔ－Ｗ^ｉｔ
σ^( )
ｉｔ

（６）

２．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基于ＣＦＰＳ个人自答问卷中设置的有关互联网使用目的及频率的问题构建农村居民互联网

活跃度指标。考虑到户主对整个家庭的代表性作用，本文选用户主的互联网活跃度衡量农村家庭互联

网使用的活跃程度。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ＩＡｉ＝∑５

ｊ＝１
Ａｉｊ×Ｆｉｊ （７）

其中，ＩＡｉ代表农村家庭ｉ的互联网活跃度；Ａｉｊ为０或１变量，代表是否存在该互联网使用目的，根据问
卷中的问题设置，个体使用互联网的目的具体包括学习、工作、社交、娱乐和进行商业活动五项内容，

若存在该使用目的，取值为１，否则取值为０；Ｆｉｊ则代表个体利用互联网进行各项活动的频率，根据使
用频率由低到高依次赋值为０至６①。
３．机制变量
首先，参照周京奎等（２０２０）［２６］１６１的研究，本文基于家庭成员的职业性质与职业层次双重视角考

察农村劳动力的职业分层情况。具体来说，分别以家庭劳动力中从事非农职业的比例和家庭劳动力

平均ＩＳＥＩ职业声望得分②来衡量农村家庭劳动力的职业性质和职业层次。其次，已有研究表明银行

信贷和民间信贷是农村家庭外部融资最为重要的渠道（刘魏等，２０２１）［２９］４７，互联网使用通过缓解信贷
约束提升农村家庭内生发展动力的作用机制也主要体现在上述两个方面。因此，本文利用家庭有无

待偿银行贷款和有无待偿民间借款两项指标表征农村家庭所面临的银行信贷约束和民间信贷约束。

最后，根据Ｐｕｔｎａｍ（１９９３）［３７］提出的社会资本理论，社会资本通常来源于个体或社会组织间的互动并
由社会网络、社会信任及社会规范三部分组成。鉴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从社会网络强度和社会信任

情况两个角度考察农村家庭的社会资本水平。具体地，本文以家庭过去１２个月的人情礼支出（包括
实物和现金）的对数作为反映农村家庭社会网络强度的代理变量；以户主对陌生人的信任度作为反映

社会信任情况的代理变量。

４．控制变量
本文主要从户主特征和家庭特征两个层面选取控制变量。在户主特征层面，农村家庭户主

通常是整个家庭的财务决策者并主导着家庭的收入水平，因此会对家庭相对贫困恢复力产生一

定影响。本文分别从年龄、婚姻状态和受教育水平三个角度刻画农村家庭户主的个体特征。具

体来说，樊士德和江克忠（２０１６）［３８］的研究表明年轻或者年老户主家庭的贫困发生率更高；解雨
巷等（２０１９）［３９］指出婚姻状态会对个体的贫困持续期产生显著影响；宁静等（２０１８）［４０］则认为户
主的受教育程度决定了农户学习和应用科技知识的能力，户主的文化水平越高，家庭摆脱贫困

的可能性越大。在家庭特征层面，农村家庭的人口结构、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水平以及家庭生

计活动等基本情况直接决定着该家庭抵御风险及在逆境中恢复的能力。家庭特征包括四项指

标：家庭劳动力占比、家庭成员健康状况、家庭资产负债比和家庭是否从事个体私营。已有研究

表明，相较于以成年人为主的家庭，同时拥有老年人和小孩的家庭在贫困恢复力上具有明显劣

势（陈佳等，２０１６）［１４］１５３；良好的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状况是家庭应对外界压力的重要因素
（ＭａｒｓｃｈｋｅａｎｄＢｅｒｋｅｓ，２００６）［４１］；而农村家庭实施多样化经营模式可以有效促进农户增收、降低
贫困概率。此外，本文在后文的实证分析中加入农村家庭所在区县的虚拟变量，以部分地控制

不可观测的区位特征信息对农村家庭相对贫困恢复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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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ＣＦＰＳ问卷中包含５道询问互联网使用频率的问题，答案选项分别为１“几乎每天”、２“一周３～４次”、３“一周１
～２次”、４“一月２～３次”、５“一月１次”、６“几个月１次”、７“从不”，按照使用频率由高到低，将每个选项依次赋值为６、
５、４、３、２、１和０。

ＩＳＥＩ指数是国际通用的衡量职业社会经济地位的指标，大多数职业的 ＩＳＥＩ得分处于２０～８０分之间，社会经济
地位越高的职业的ＩＳＥＩ得分越高。



５．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本文主要变量的含义及描述性统计如表１所示。需要说明的是，为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本文将

各年份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家庭人情礼支出总金额按照各年各省的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全部折

算为２０１２年的价格。

表１　变量含义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中位数

被解释变量

家庭相对

贫困恢复力

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对数高于当年相

对贫困线的概率
１６４００ ０．７９６５ ０．１８４８ ０．１３４５ １ ０．８４６９

核心解释变量

互联网活跃度 户主的互联网活跃度 １６４００ ３．０５９４ ６．４０７６ ０ ２６ ２

机制变量

非农就业 家庭劳动力中从事非农职业的比例 １６４００ ０．２９４８ ０．３４２９ ０ １ ０．２０００

职业声望 家庭劳动力平均ＩＳＥＩ职业声望得分 １１２４８ ２６．３９８６１２．４８９５１７．２５００７７．５０００ ２３

银行借贷 家庭有待偿银行贷款，赋值为１；否则为０ １６３８４ ０．０８２２ ０．２７４７ ０ １ ０

民间借贷 家庭有待偿民间借款，赋值为１；否则为０ １６３８４ ０．１６２７ ０．３６９１ ０ １ ０

社会网络
包括实物和现金，过去 １２个月的家庭人
情礼支出（元）的对数

１６４００ ６．７４２６ ２．７１２８ ０ １０．０６４５ ７．６００９

社会信任
户主对陌生人的信任度由低到高依次赋

值为０至１０
１６４００ １．８３８５ ２．１２６６ ０ ８ １

控制变量

年龄 户主年龄（周岁） １６４００ ５１．７４１５１３．５８２９ ２０ ８０ ５１

年龄平方项 户主年龄（周岁）的平方／１００ １６４００ ２８．６１６６１４．０５６３ ４ ６４ ２６．０１００

婚姻状态
户主当前婚姻状态为在婚、同居，赋值为

１；否则为０
１６４００ ０．８６７１ ０．３３９５ ０ １ １

受教育水平
户主已完成的最高学历由低到高依次赋

值为０至６①
１６４００ １．１９２１ １．０９２６ ０ ６ １

家庭劳动力占比
家庭１５～５９岁的人口数占家庭总人数的
比重

１６４００ ０．５９００ ０．３２４８ ０ １ ０．６６６７

家庭成员

健康状况

家庭成员中至少有一人是不健康的，赋值

为１；否则为０
１６４００ ０．４１６２ ０．４９２９ ０ １ ０

家庭资产

负债比
家庭总负债／总资产 １６４００ ０．１４７５ ０．４１０８ ０ ２．３３９２ ０

是否从事

个体私营

过去１２个月，有家庭成员从事个体经营
或开办私营企业，赋值为１；否则为０

１６４００ ０．０７４０ ０．２６１７ ０ １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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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家庭相对贫困恢复力的影响

１．基准回归结果
本文采用面板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家庭相对贫困恢复力的因果识别，模型

设定如下：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ｉｔ＝α０＋α１ＩＡｉｔ＋α２Ｘｉｔ＋λｉ＋ηｔ＋εｉｔ （８）
其中，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ｉｔ代表家庭ｉ在时期ｔ的相对贫困恢复力水平，ＩＡｉｔ代表互联网活跃度，Ｘｉｔ代表户主特征、
家庭特征等控制变量，λｉ和ηｔ分别代表家庭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εｉｔ代表随机误差项。

表２展示了逐步回归结果。模型１除了核心解释变量“互联网活跃度”外，仅控制了农村家庭所
在区县的虚拟变量、家庭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结果表明，互联网活跃度显著地提高了农村家庭

相对贫困恢复力水平。模型２进一步加入了户主特征层面的控制变量，结果显示互联网活跃度与农
村家庭相对贫困恢复力的正向关系依然稳定。与此同时，户主年龄的系数显著为正，而年龄平方项的

系数显著为负，表明户主年龄与农村家庭相对贫困恢复力具有显著的倒Ｕ型关系，即农村家庭的内生
发展能力随户主年龄的增长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整体趋势，拐点出现在４６岁左右。户主婚姻状态
对农村家庭相对贫困恢复力的影响为正，但并不显著。而户主的受教育水平呈现出了显著的正向影

响，表明户主文化水平的提升能够显著提高农村家庭抵御风险和摆脱困境的能力。模型３在模型２
的基础上进一步控制了家庭特征层面的变量，主要结论并无显著变化。聚焦于家庭特征变量对农村

家庭相对贫困恢复力的影响，劳动力占比越高、成员健康状况更佳的农村家庭具有更为丰富的人力资

本，因此拥有更强的应对压力与冲击的能力。家庭资产负债比越高暗含家庭潜在的财务风险越大，从

而当外界冲击来临时，难以筹集足够的物质资本帮助其度过困境，增加了陷入持续性相对贫困的可

能。而家庭成员从事个体私营有效拓宽了农村家庭的收入来源渠道，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家庭某项

生产活动受到的负向干扰为其日常生计带来的致命影响。至此，假设１得以验证，即互联网使用能够
提升农村家庭的相对贫困恢复力。

表２　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家庭相对贫困恢复力的影响

变量名称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互联网活跃度
０．００４８ ０．００４０ ０．００３７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３）

年龄
０．００７３ ０．００５５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０１０）

年龄平方项
－０．００７９ －０．００５８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０１０）

婚姻状态
０．００９９ ０．０２２６

（０．００６３） （０．００６０）

受教育水平
０．０１９６ ０．０１９５

（０．００２１） （０．００２０）

家庭劳动力占比
０．１５００

（０．００７４）

家庭成员健康状况
－０．０２９７

（０．００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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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续）

变量名称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家庭资产负债比
－０．０３９０

（０．００３１）

是否从事个体私营
０．０５７２

（０．００５８）

常数项
０．７４８２ ０．５４４６ ０．４８７１

（０．００５９） （０．０２５１） （０．０２４３）

所在区县虚拟变量 是 是 是

家庭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个数 １６４００ １６４００ １６４００

拟合优度 ０．１７３１ ０．１８７８ ０．２５３６

　　注：表示在１％的统计水平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２．进一步分析
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家庭相对贫困恢复力的正向影响可能来源于以下两种途径：一方面，互联网使

用可能直接促进了农村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进而助力其摆脱相对贫困状态；另一方面，互联网使用

也可能通过降低农村家庭的收入波动使其日常生计得以在相对贫困线之上稳定运行。为深入探究互

联网使用对农村家庭相对贫困恢复力的影响途径，本文分别对农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条件期望和

条件方差的预测值与农村家庭的互联网活跃度进行逐步回归，相关结果见表３。回归结果表明，在采
用递增的方式依次加入不同层级控制变量的过程中，互联网活跃度与农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条件

期望的预测值之间始终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同其条件方差的预测值之间始终呈现显著的负相

关关系。这表明互联网使用能够显著提升农村家庭的收入水平并降低其收入波动，有效地提高了农

村家庭应对风险冲击的能力，降低了其陷入相对贫困的概率。

表３　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条件期望与条件方差的影响

变量名称
条件期望 条件方差

模型４ 模型５ 模型６ 模型７ 模型８ 模型９

互联网活跃度
０．０１９４ ０．０１６８ ０．０１５４ －０．００７２ －０．００６６ －０．００６６

（０．０００７）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７） （０．０００７）

年龄
０．０１６３ ０．００９７ －０．０１４２ －０．０１４４

（０．００２９） （０．００２７） （０．００２４） （０．００２４）

年龄平方项
－０．０１６５ －０．００９０ ０．０１６５ ０．０１６８

（０．００２９） （０．００２７） （０．００２５） （０．００２５）

婚姻状态
－０．０１５７ ０．０３１８ －０．１６６９ －０．１６２９

（０．０１８０） （０．０１６９） （０．０１５４） （０．０１５２）

受教育水平
０．０７７７ ０．０７６５ －０．０１１７ －０．０１２９

（０．００６１） （０．００５７） （０．００５２） （０．００５２）

家庭劳动力占比
０．５１７３ －０．００９９

（０．０２０７） （０．０１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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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续）

变量名称
条件期望 条件方差

模型４ 模型５ 模型６ 模型７ 模型８ 模型９

家庭成员健康状况
－０．１２５０ －０．０４４３

（０．００７８） （０．００７１）

家庭资产负债比
－０．０９８３ ０．１１５６

（０．００８７） （０．００７８）

是否从事个体私营
０．２７９６ －０．０２４４

（０．０１６３） （０．０１４７）

常数项
８．８２６７ ８．２９８３ ８．１０１７ ０．９２４３ １．３６８８ １．３７３７

（０．０１７０） （０．０７２４） （０．０６８２） （０．０１４５） （０．０６１７） （０．０６１４）

所在区县虚拟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家庭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个数 １６４００ １６４００ １６４００ １６４００ １６４００ １６４００

拟合优度 ０．４１９５ ０．４３１２ ０．５０３８ ０．４９７０ ０．５０９８ ０．５２３２

　　注：、、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的统计水平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３．内生性问题的处理
农村家庭的互联网使用与其相对贫困恢复力之间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其来源主要有以下两个

方面：首先是遗漏变量，尽管本文在基准模型中已经尽可能地控制了影响农村家庭相对贫困恢复力的

各类特征变量，但农村家庭自愿做出的上网决定与其内生发展动力可能同时受到诸如思想偏好、价值

观念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变量通常难以度量，导致内生性问题的出现；其次是反向因果，农村家庭的相

对贫困恢复力一定程度上代表着该家庭所处的生活水平，因此可能反过来影响其互联网使用行为，进

而产生内生性问题。鉴于此，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解决内生性问题（见表４）。参考尹志超和张栋浩
（２０２０）［４２］的思路，本文以同一村庄其他家庭互联网活跃度的均值作为工具变量，记作“村庄均值
ＩＶ”。一般来说，同一村庄内其他家庭的互联网使用行为可能通过宗族网络、熟人文化、“传帮带”效应
等渠道对该家庭的互联网活跃度产生影响，而其他家庭的互联网使用并不直接影响该家庭的相对贫

困恢复力，因此基本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和外生性要求。在估计方法上，本文首先使用两阶段最小

二乘法（２ＳＬＳ）对模型进行两阶段估计，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ｒｋＬＭ值为８３．３９９，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ｒｋＷａｌｄ
Ｆ值为８５６９６，通过了不可识别检验和弱工具变量检验。２ＳＬＳ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显示，同一村庄内
其他家庭互联网活跃度的均值对该家庭互联网活跃度的影响在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本文所选
工具变量的相关性得以验证。２ＳＬＳ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显示，在纠正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偏误后，
农村家庭的互联网活跃度对其相对贫困恢复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考虑到模型的内生变量“互联

网活跃度”为离散变量，基于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得出的估计结果可能并不满足一致性的基本要求

（Ｒｏｏｄｍａｎ，２０１１）［４３］，本文进一步利用条件混合过程估计法（ＣＭＰ）纠正回归过程可能存在的内生偏
差。其中，模型的ａｔａｎｈｒｈｏ值在１％的水平上显著为负，拒绝了农村家庭的互联网活跃度是外生变量
的原假设，表明原模型存在内生性问题。进一步地，ＣＭＰ第一阶段的结果显示，同一村庄其他家庭互
联网活跃度的均值对该家庭互联网活跃度的影响系数为０．１４９５，且在１％的水平上显著，再次印证同
一村庄其他家庭互联网活跃度的均值符合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显著相关的条件。相比于２ＳＬＳ的第二
阶段回归结果，在条件混合过程估计法下，农村家庭互联网活跃度对其相对贫困恢复力的正向作用有所

提升且依旧显著，进一步证明了互联网使用可以有效提高农村家庭应对风险和在逆境中恢复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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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家庭相对贫困恢复力影响的内生性分析

变量名称
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条件混合过程估计法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村庄均值ＩＶ
０．３０１０ ０．１４９５

（０．０２８７） （０．０２４８）

互联网活跃度
０．００９２ ０．０１９６

（０．００２６） （０．００４７）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家庭固定效应 是 是 否 否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一阶段Ｆ统计量 １７３．７３ － － －

Ｋ－ＰａａｐｒｋＬＭ ８３．３９９ － － －

Ｋ－ＰａａｐｒｋＷａｌｄＦ ８５．６９６ － － －

ａｔａｎｈｒｈｏ＿１２ － － －
－０．６３２２

（０．１６６０）

观测值个数 １４９８６ １４９８６ １４９８６ １４９８６

拟合优度 ０．３１５７ ０．２１６１ － －

　　注：表示在１％的统计水平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４．稳健性检验
（１）考虑自选择偏误
农村家庭的互联网使用行为并非随机化的过程，而是与户主性别、受教育程度、家庭年龄结构、家

庭资产状况等特征密切相关，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该家庭应对风险及在逆境中恢复的能力，

因此直接对家庭相对贫困恢复力与互联网活跃度进行回归存在自选择偏误。为解决上述问题，本文

保留２０１６年和２０１８年的样本数据，将户主在２０１６年未使用互联网而在２０１８年使用互联网的家庭定
义为处理组，将户主两年均未使用互联网的家庭定义为对照组，最终形成两期平衡面板数据。运用倾

向得分匹配法（ＰＳＭ）为处理组中的样本构建一个除互联网使用行为外，在户主特征和家庭特征上尽
可能相似的反事实框架，在此基础上利用双重差分法（ＤＩＤ）检验互联网使用行为与农村家庭相对贫
困恢复力之间的因果效应。

为提高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分别使用卡尺内Ｋ邻近匹配、半径匹配和核匹配三种方法纠正自
选择偏差，表５展示了三种匹配方式下的估计结果。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在利用ＤＩＤ方法评估互联网
使用行为对农村家庭相对贫困恢复力的平均处理效应前对样本匹配结果进行了平衡性检验，结果显

示匹配后全部变量的标准化偏差均小于１０％，大多数变量的ｔ检验结果均在１０％的水平上不显著，接
受了处理组与控制组无系统性差异的原假设，通过了平衡性检验①。表５结果显示，在不同的匹配方
式下，农村家庭的互联网使用行为对其相对贫困恢复力的平均处理效应均在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表明在消除了自选择偏误后，互联网使用仍能有效提升农村家庭应对风险冲击的能力，基准回归结果

具有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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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受篇幅限制，本文未对平衡性检验结果进行具体汇报，如有兴趣可与作者联系。



表５　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家庭相对贫困恢复力影响的ＰＳＭ－ＤＩＤ分析

匹配方法 卡尺内Ｋ邻近匹配 半径匹配 核匹配

ＤＩＤ
０．０４６１ ０．０４５４ ０．０４５７

（０．００５５） （０．００５５） （０．００５５）

户主特征变量 是 是 是

家庭特征变量 是 是 是

所在区县虚拟变量 是 是 是

共同支撑样本 ７２５９ ７３９０ ７４１１

　　注：卡尺内Ｋ邻近匹配的Ｋ取值为４，卡尺取值为０．０５；半径匹配的半径取值为０．０１；核匹配为二次核函数，带宽
取值为０．０６；表示在１％的统计水平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２）替换福利阈值
目前，各国的相对贫困标准并不统一。其中，欧盟将相对贫困线设定为全部成员国居民收入中位

数的６０％，日本的相对贫困标准为中等收入家庭收入的５０％，美国则是采用将绝对收入标准与家庭
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动态相对贫困识别策略。国内学者就２０２０年以后中国相对贫困群体的标准问
题也尚未达成共识。围绕农村相对收入贫困线的确定，学者们的讨论大多集中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均值的４０％以及中位数的４０％、５０％和６０％（樊增增和邹薇，２０２１）［２］６２。本文的基准回归采用
了在现有研究中应用最为普遍的相对贫困线设定标准，考虑到不同标准下相对贫困群体的识别具有

动态性，本文参照李晗和陆迁（２０２１）［１７］３６的做法，通过替换福利阈值进一步验证实证结果的可信度和
稳健性。具体来说，分别将各年份农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均值的４０％、中位数的５０％和中位数的
６０％（取对数）作为福利阈值，计算不同标准下农村家庭的相对贫困恢复力水平并与互联网活跃度变
量进行回归。表６的回归结果显示，在不同的福利阈值下，农村家庭的互联网活跃度与其相对贫困恢
复力水平均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所得结论与前文的实证结果保持一致。

表６　替换福利阈值的稳健性检验

变量名称 均值的４０％ 中位数的５０％ 中位数的６０％

互联网活跃度
０．００６１ ０．００５１ ０．００６２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３）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家庭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个数 １６４００ １６４００ １６４００

拟合优度 ０．２１９３ ０．２４３０ ０．２３５７

　　注：表示在１％的统计水平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二）影响机制分析

表７报告了机制检验结果，具体来说：前两列中互联网活跃度对农村家庭劳动力的非农就业比例
和平均职业声望得分的回归系数均在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互联网使用行为切实推动了农村家
庭劳动力由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的转移以及职业层次的提高，证明了互联网使用能够有效促进农村

家庭劳动力的职业分层，进而提升农村家庭的相对贫困恢复力水平，与理论预期一致。第三、四列中

农村家庭互联网活跃度对其银行借贷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对其民间借贷的回归系数为正但不显著。

该结果表明：一方面，互联网使用能够通过缓解农村家庭的正规信贷约束提升其应对风险的能力；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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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互联网的信息传递效应使得农村家庭更加注重信贷安全性，因此并未显著提升其非正规信贷

水平。第五列的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家庭的社会网络拓展具有积极作用，印证了社会网络强

度的提高确实是互联网使用提升农村家庭相对贫困恢复力的一条重要渠道。最后一列中互联网活跃

度对农村家庭社会信任的回归系数为正，但并不显著。造成该结果的原因可能在于，农村居民能够通

过互联网平台接触到更多有关信息安全、网络诈骗的新闻资讯，进而不利于其提升对陌生人的信任

度。因此，互联网活跃度并不会通过社会信任对农村家庭相对贫困恢复力产生影响。综上所述，假设

２得到了部分的证明，即互联网使用能够通过促进劳动力职业分层、缓解银行信贷约束和拓展家庭社
会网络对农村家庭的相对贫困恢复力产生积极影响。

表７　互联网使用影响农村家庭相对贫困恢复力的机制检验

变量名称
职业分层 信贷约束 社会资本

非农就业 职业声望 银行借贷 民间借贷 社会网络 社会信任

互联网活跃度
０．００２４ ０．０９６９ ０．００２３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２４５ ０．００７９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３１７） （０．０００７） （０．０００９） （０．００５１） （０．００４９）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家庭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个数 １６４００ １１２４８ １６３８４ １６３８４ １６４００ １６４００

拟合优度 ０．０４８４ ０．０３５２ ０．０４４２ ０．０９０１ ０．０６５３ ０．０１２０

　　注：表示在１％的统计水平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三）异质性分析

１．对不同收入水平家庭的影响差异
本文以各年份样本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４０％作为相对贫困临界值，将各年份样本按照

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由低到高划分为４个子群。其中，子群１为距离相对贫困临界值较远的极
端相对贫困组（收入处于临界值的５０％以下）；子群２为距离相对贫困临界值较近的边缘相对贫困组
（收入处于临界值的５０％～１００％之间）；子群３为距离相对贫困临界值较近的边缘非相对贫困组（收
入处于临界值的１００％～１５０％之间）；子群４为距离相对贫困临界值较远的极端非相对贫困组（收入
处于临界值的１５０％及以上）。本文分别对各组样本的相对贫困恢复力与互联网活跃度进行回归，以
此考察互联网使用对不同收入水平农村家庭的异质性影响，分组回归结果见表８。

总体上看，互联网活跃度对边缘相对贫困组、边缘非相对贫困组以及极端非相对贫困组家庭的相

对贫困恢复力均有显著的提升作用，其中对边缘非相对贫困组的作用最大，边缘相对贫困组次之，极

端非相对贫困组最小，而对极端相对贫困组家庭相对贫困恢复力的提升效应不显著①。形成该结果的

原因可能在于如下几个方面：首先，处于极端相对贫困状态的家庭受制于自身经济收入、文化水平、信

息不对称等因素的影响，面临严重的“数字不平等”和“数字排斥”；其次，互联网使用显著地提升了相

对贫困线附近农村家庭的内生发展动力，既强化了该群体抵御风险和从困境中恢复的能力，也降低了

其脱贫后再次陷入相对贫困状态的概率；最后，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家庭相对贫困恢复力的影响符合边

际效用递减规律，随着非相对贫困家庭收入水平的提升，互联网使用对其应对风险能力的提升作用有

所减弱。综上，证明了假设３，即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家庭相对贫困恢复力的影响具有异质性，相对贫困
程度较高的农村家庭难以享受到互联网信息技术带来的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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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文使用费舍尔组合检验法进行核心解释变量的组间系数差异检验并报告经验 Ｐ值，若拒绝原假设则表明互
联网活跃度的估计系数在不同组别间存在显著差异，下同。



表８　互联网使用对不同收入水平农村家庭的影响差异

变量名称 极端相对贫困组 边缘相对贫困组 边缘非相对贫困组 极端非相对贫困组

互联网活跃度
０．００６４ ０．００６１ ０．００９８ ０．００２４

（０．００４９） （０．００２４） （０．００１８） （０．０００３）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家庭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个数 １３０９ １７８３ １８６３ １１４４５

拟合优度 ０．２２４３ ０．２４７１ ０．２７１７ ０．３０２９

经验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注：、分别表示在５％、１％的统计水平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２．对不同户主特征家庭的影响差异
伴随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和人口老龄化的整体趋势，农村地区贫困女性化和贫困老龄化的现象日

益凸显并成为中国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面临的巨大阻碍。因此，本文依据户主性别将样本家庭划分

为男性户主家庭和女性户主家庭，依据户主年龄将样本家庭划分为青年家庭、中年家庭及老年家庭，

深入考察互联网使用对不同户主特征家庭的影响差异，表９展示了回归结果。结果发现，互联网活跃
度对不同户主性别家庭的边际影响略有差异，但经验Ｐ值并不显著，不能拒绝互联网活跃度的估计系
数在不同组别间不存在显著差异的原假设，表明男性户主家庭与女性户主家庭不存在显著的异质性。

与此同时，相较于中、青年家庭，互联网活跃度对老年家庭相对贫困恢复力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表明

互联网使用有利于农村老年人摆脱长期以来在物质和思想上的束缚，获取更强的自我发展能力。

表９　互联网使用对不同户主特征农村家庭的影响差异

变量名称
户主性别 户主年龄

男性 女性 ２０～４５岁 ４６～６５岁 ６５岁以上

互联网活跃度
０．００３８ ０．００４０ ０．００４４ ０．００３７ ０．００６１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２４）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家庭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个数 ９２４０ ７１６０ ５１５７ ８４３５ ２８０８

拟合优度 ０．２５１１ ０．２４２３ ０．３５９７ ０．１８７７ ０．１６７３

经验Ｐ值 ０．３９０ ０．０４０ ０．０６０ ０．０００

　　注：、分别表示在５％、１％的统计水平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３．对不同区域家庭的影响差异
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不平衡特征明显，本文依照国家统计局对全国经济发展区域的划分，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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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东、中、西三个区域①互联网使用与农村家庭相对贫困恢复力之间的关系，回归结果如表１０所示。
从分区域的估计结果看，互联网活跃度的系数估计值在各区域内均显著为正。其中，西部地区的系数

估计值最大，东部地区的系数估计值最小，中部地区的系数估计值介于二者之间。东部地区经济发展

较快、互联网产业发展始终处于全国领先的地位，无形中提高了互联网提升效应的门槛约束，而在资

源禀赋稀缺、生态环境脆弱、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居民自我发展能力提升的边

际效应更为明显。

表１０　互联网使用对不同区域农村家庭的影响差异

变量名称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互联网活跃度
０．００２４ ０．００３３ ０．００４９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４）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家庭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个数 ５８６８ ４７８５ ５７４７

拟合优度 ０．２２７３ ０．２１８１ ０．３２２３

经验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１７０ ０．０００

　　注：表示在１％的统计水平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在中国互联网经济快速发展和减贫事业走向共同富裕的时代背景下，将恢复力的概念引入

相对贫困问题的研究，系统测算了中国农村家庭的相对贫困恢复力水平，并深入探讨了互联网使用对

农村家庭相对贫困恢复力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得到结论如下：（１）互联网使用能够显著提升农村家庭
的收入水平并降低其收入波动，进而有效地提高了农村家庭应对风险冲击的能力，降低了其陷入相对

贫困的概率。（２）互联网使用能够通过促进劳动力职业分层、缓解银行信贷约束和拓展家庭社会网络
对农村家庭的相对贫困恢复力产生积极影响。（３）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家庭相对贫困恢复力的影响具
有异质性，相较于中、青年家庭和东、中部地区家庭，互联网使用对老年家庭和西部地区家庭相对贫困

恢复力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而相对贫困程度较高的农村家庭难以享受到互联网信息技术带来的

红利。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到２０３５年“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
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从而要提升农村家庭的相对贫困恢复力，预防并阻断持续性相对贫困

关系到中国共同富裕远景目标的实现。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２０２０年后针对农村居民的相对贫困
治理工作应以切实提高该群体的内生发展动力为原则，并从以下三个方面寻求治理之策。第一，实

现共同富裕客观要求缩小贫富差距、缓解相对贫困，其本质在于以人民为中心、促进个人的全面发

展。因此，新时期的常规化扶贫工作应围绕提升农村弱势群体的发展能力展开，通过完善农村市场

·３９·

　周云波，杨家奇：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家庭相对贫困恢复力的影响———基于ＣＦＰＳ数据的实证分析

①东部地区包括：辽宁、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福建、山东、河北、广东、海南。中部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
河南、山西、湖北、湖南、安徽、江西。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四川、内蒙古、广西、西藏、陕西、贵州、云南、青海、宁夏、甘

肃、新疆。



环境、优化农村教育事业、加强农村社会保障等途径助力该群体实现可持续发展。第二，将乡村振

兴战略同数字乡村建设紧密结合，稳步推进农村地区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升级，加快实现农村

地区宽带网络和第四代移动通信网络的全覆盖，积极推动数字农业和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让互联

网经济惠及更多农村居民。第三，持续关注并着力解决深度贫困家庭所面临的数字鸿沟问题。一

方面，改善农村弱势家庭的电脑、宽带、智能手机等硬件设施条件，提高该群体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可

得性。另一方面，通过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提升农村弱势群体的互联网使用能力和使用层次，最大程

度上减少数字排斥现象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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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１１（２）：１５９－２０６．
责任编辑、校对：聂莉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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